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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者围术期出血情况与预后密切相关，血小板作为凝血

系统的关键成分，其数量及功能异常对出血有显著影

响［１⁃２］ 。 以往对于血小板异常的患者预防性或者治疗性输

注血小板是防止围术期出血的常用方法［３⁃４］ ，但越来越多的

研究证实，预防性血小板输注并未有效减少围术期出血，还
延长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以及产生输注后溶血、感染、过敏

等输血反应［５⁃９］ 。 理想的血小板输注方法是使用适量的血

小板以优化患者的预后，同时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及其伴随的

风险，但至今尚无相关指南。 本文就近几年有关血小板相关

实验室检查、围术期血小板输注背景和效果评价、风险、输注

的指征及对预后的影响、展望等作一综述，以期为临床输血

指南的建立提供参考。

围术期血小板输注背景

一般认为血小板数量异常及功能障碍是影响出血最重

要的原因，血小板减少是围术期患者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

子［１０］ ，因此在临床上常用血小板输注干预患者围术期出血。
尽管如此，血小板减少症对临床重大自发性出血患者的影响

尚不清楚，因为血小板减少与不良临床结局之间没有直接的

因果关系。 此外，血小板输注并非没有不良反应。 作为一种

昂贵的资源，血小板在储存、免疫相容性和输血的不良反应

（包括急性炎症反应、感染并发症、肝、肺和肾损伤）方面存

在局限性。 围术期血小板输注一般适用于防治血小板减少

或血小板功能失调而引起的出血或出血倾向，但不是任何原

因引起的血小板减少症都适用，决定是否输注血小板前应查

明血小板减少的原因。

围术期血小板输注指征

虽然目前还没有大量随机对照试验来评估血小板输注

在围术期应用的适应证，但有几个组织已经发表了针对围术

期出血风险患者血小板输注的建议。 美国血库联会

（ＡＡＢＢ）对 １９００—２０１４ 年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和观察性研究

进行了系统性回顾［１１］ ：建议对有选择性放置中心静脉导管

且 Ｐｌｔ＜２０×１０９ ／ Ｌ 的患者可进行预防性血小板输注，而对于

心脏手术合并心肺转流的患者，不必进行常规预防性血小板

输注；对于围术期出现血小板减少或血小板功能异常出血的

搭桥患者可进行血小板输注，而对于接受抗血小板治疗的颅

内出血患者，不建议血小板输注治疗［１２］ 。 成人患者预防性

或治疗性血小板输注大多是在心脏手术，但只有约一半的研

究指定了血小板输注的触发因素，对于使用 Ｐｌｔ 值作为触发

因素没有达成共识，每次输血量也从 １ ～ １２ 个单位不等［１３］ 。
在国际心脏外科手术中，尽管有现行的指导原则，血小板输

注率以及输注的血小板种类差别仍很大［１４］ 。 对于肝硬化患

者，由于输血带来的门静脉压力增加、输血相关循环超负荷、
感染等风险，应谨慎使用血液制品。 Ｎａｐｏｌｉｔａｎｏ 等［１５］ 研究表

明，术前血小板减少和 ／或异常 ＩＮＲ 值的肝硬化患者术后出

血并不常见，对于 Ｐｌｔ＜５０×１０３ ／ Ｌ 的患者并不推荐预防性输

注。 对于肝移植患者，术中血小板输注可作为替代治疗的一

个组成部分，但推荐以常规凝血试验或粘弹性测量为指导。
血小板和纤维蛋白原降低常与出血倾向密切相关，一线应用

凝血因子浓缩物联合凝血功能测试可降低输血和血栓、栓塞

事件的发生率［１６］ 。 输血时机也很重要，因为在肝移植的无

肝期输血小板可能导致血栓栓塞并发症，因此输血应该保留

到新肝期，特别是在功能不良的移植肝患者或对特定的Ⅰ类

人淋巴细胞抗原免疫的患者。 目前的研究发现血小板及其

释放的微泡具有支持肿瘤生长、保护肿瘤细胞和促进肿瘤细

胞转移性和侵袭力的生物成分［１７］ 。 在更多的随机对照试验

研究血小板对肿瘤患者生存率或癌症复发率的影响之前，尽
量减少肿瘤患者使用血小板输注似乎是一种合理的预防

措施。

围术期血小板输注效果

对于血小板输注的患者，有多种方法可以评估输血的有

效性。 最常见的公式包括输血后血小板增量、血小板回收率

百分比和校正计数增量（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ｃｏｕｎｔ ｉｎｃｒｅｍｅｎｔ， ＣＣＩ） ［１８］ 。
一般认为输血后 １ ｈ 或 ２４ ｈ 内增加 １０×１０９ ／ Ｌ 是成功的输

血；在 １ ｈ 时 ＣＣＩ＞ ７􀆰 ５× １０９ ／ Ｌ 或在 ２０ ～ ２４ ｈ 时 ＣＣＩ＞ ４􀆰 ５×
１０９ ／ Ｌ 是一次成功的输血；在稳定的患者中，血小板回收率

约为 ６７％，表明输血成功。 血小板输注无效（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ｔｒａｎｓｆｕ⁃
ｓｉｏｎ 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ｉｎｅｓｓ， ＰＴＲ）是指多次输注血小板后都未能获得

满意的反应。 它与许多不良后果有关，包括住院时间延长、
出血风险增加和生存率下降等。 影响血小板输注效果的因

素包括感染、发热、脾功能亢进等非免疫因素，以及人白细胞

抗原（ｈｕｍａｎ 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ＨＬＡ）、人血小板抗原（ｈｕｍａｎ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ＨＰＡ）抗体等免疫因素。 除此以外，还包括

患者年龄、输注次数和疾病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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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血小板输注风险

输血常规不良反应　 血小板输注常与各种输血相关反

应有关，包括发热、溶血、过敏等［５⁃６］ ，尽管严重的输血反应并

不常见，但预防这些反应的干预措施对患者的安全非常重

要。 与其他血液成分不同，血小板必须存储在室温下，且保

质期限制在 ５ ｄ 以内，因此储存期间常有细菌生长的危险。
细菌污染的血小板引起的败血症是当今输血制品中最常见

的感染，也是输血最常见的并发症［１９］ 。
炎症反应　 血小板除了止血作用外，还具有免疫和炎症

作用。 输 注 血 小 板 后 可 引 起 输 血 相 关 急 性 肺 损 伤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 ＴＲＡＬＩ），血小板由于其

分泌潜能和与其他免疫细胞相互作用的能力，可能参与

ＴＲＡＬＩ 的发病机制［２０］ 。 血小板输注后可能会导致器官的炎

症反应和脑血流的紊乱，从而增加出血的风险。 血小板来源

的活性氧可加重支气管肺炎，并促进生成发育不良的异常血

管生成因子［２１］ 。
排斥反应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ｒｅ⁃

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Ｒ）会影响血液制品输注效果，血小板可表达

ＨＬＡ，通过诱导或增加机体对 ＨＬＡ 的敏感性而增加 ＡＭＲ 的

风险［２２］ ，其中长期输血制品的患者发生 ＡＭＲ 的风险高于输

血次数少或未输血患者。

血小板输注对预后的影响

目前大量回顾性研究和随机临床试验都表明，围术期输

注血小板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且与众多并发症相关，如
与输血相关肺损伤、心脏超负荷、免疫调制紊乱和传染性疾

病等，同时，血小板输注与血栓形成之间也存在关联［２３］ 。
Ｅｓｔｃｏｕｒｔ 等［２４］的一篇荟萃分析表明，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推

荐术前预防性血小板输注，也没有证据表明血小板输注可降

低术后出血或全因死亡率。 有研究表明，严重血小板减少的

早产儿预防性输血小板时，与限制阈值（ ＜２５×１０９ ／ Ｌ）相比，
自由阈值（＜５０×１０９ ／ Ｌ）可导致更高的死亡率或大出血［７］ 。
Ｓｃｈｍｉｄｔ 等［２５］研究表明，术前血小板输注增加了术后血栓形

成和 ３０ 天死亡率。 Ｗａｒｎｅｒ 等［８］ 的回顾性研究表明，术前输

注血小板对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红细胞需求量无明显影响。
有研究评估早期血小板输注对心脏手术患者出血和不良结

局的影响，显示心脏手术患者在手术室接受血小板输注后出

血量减少，但术后血管活性药物的使用增加，并且还延长机

械通气时间和重症监护室停留时间［９］ ，且早期血小板输注

与血栓栓塞并发症、感染、器官衰竭或死亡率无关。 在已发

表关于血小板输注的研究中观察到高度的异质性。 如颅内

减压手术患者术前输注血小板浓缩物，其发生心脑血栓并发

症的风险较低，然而，再出血的风险仍然很高，特别是对于慢

性颅内出血患者和使用氯吡格雷的患者［２６］ 。 而在另外一项

研究中，血小板输注能降低高血压脑出血术后出血的风险，
改善了患者的预后［２７］ 。 Ｌｕｏ 等［２８］ 研究表明，血小板在保护

血脑屏障完整性方面的重要性，提示血小板输注可能有助于

提高缺血性脑卒中患者 ｔＰＡ 溶栓的安全性。 以上研究都表

明，围术期输注血小板有时并不能有效减轻出血相关风险，
在应用血小板输注疗法时，应该考虑风险收益比。 对于血小

板减少的患者，保守支持治疗和有针对性地使用血小板输注

也许更为值得推广。

血小板输注展望

由于血小板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并与输血时潜在的感染

和免疫风险相关，因此新的血库技术和即将出现的血小板替

代品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血小板添加剂 （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 ＰＡＳ⁃Ｐ）去除血小板单位中三分之

二的血浆成分，已被证明可以降低血小板输注的伴随风险。
特别是与标准血小板相比，使用 ＰＡＳ⁃Ｐ 可降低过敏性输血

反应和发热性非溶血性输血反应，并且大大增加了储存时

间［２９⁃３０］ 。 因此，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试验来研究 ＰＡＳ⁃Ｐ 体

内存活、恢复和止血效果，但它似乎是一种更安全有效的止

血产品。 血小板的半合成和合成模拟物能够模拟、利用和放

大天然血小板的止血机制，同时避免上述问题。
血小板纳米医学（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ＬＮ），

即开发表面附着微粒系统，模拟血小板结合黏附能力，由此

研发类似血小板的纳米颗粒。 ＰＬＮ 作为医学领域的一种新

型载体系统，可广泛应用于止血、药物传递、基因传递、诊断

成像等领域，其中抗肿瘤给药是最常用的给药方式［３１］ 。 因

血小板在生理及病理情况下的巨大作用而启发了 ＰＬＮ 的研

究，但如何有效地运用纳米微粒到疾病治疗中去，以及如何

有效清除是未来有待解决的问题。 这些研究可能克服与血

小板输血相关的一些关键限制，同时扩大了在危重护理环境

中血小板减少和血小板功能障碍的复苏机会。

小　 　 结

围术期血小板数量减少以及功能恶化较为常见，以往更

多是采用预防性或治疗性血小板输注以减少出血风险。 然

而随着外科和麻醉技术的不断提高，以及更多的临床试验发

现过多输注血小板可能导致更多不利于患者的后果，血小板

预防性输注可降低但不能消除围术期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

出血风险。 目前关于血小板输注在各个地方差异也较大，且
在已发表的研究中缺乏共识，因此很难就血小板输注的阈值

时间等得出确切结论，并强调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评估适合围

术期患者使用的剂量和触发因素。 并且，考虑到血小板输注

在患者中存在的潜在风险，研究未来的替代方案是至关重要

的。 血小板输注疗法应针对患者和临床情况进行个体化应

用，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推进相关指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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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ｓｅ ａｎｔｉ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ｅ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 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Ｖｏｘ Ｓａｎｇ， ２０１７， １１２ （ ６ ）：
５３５⁃５４１．

［２７］ 　 Ｃｈｅｎ Ｔ， Ｘｕ Ｇ， Ｔａｎ Ｄ，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ｔｉｃｏ⁃
ａｇｕｌａｎ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Ｅｕｒ Ｒｅｖ Ｍｅ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１５， １９（５）： ７９５⁃７９９．

［２８］ 　 Ｌｕｏ Ｈ， Ｗｅｉ Ｌ， Ｌｕ Ｌ，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 ｒｅ⁃
ｄｕｃｅｓ ｂｒａｉｎ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ｒａ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ＰＡ⁃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Ｆｒｏｎｔ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０１９， １３： ３３８．

［２９］ 　 Ｂａｓｈｉｒ Ｓ， Ｋｅｍｓｌｅｙ Ｋ， Ｍｉｎ Ｋ， ｅｔ ａｌ．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９０％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ｂｉ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ｈｅｌｆ ｌｉｆｅ．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５８ （ １２）：
２９５９⁃２９６８．

［３０］ 　 Ｓｌｉｃｈｔｅｒ ＳＪ， Ｃｏｒｓｏｎ Ｊ， Ｊｏｎｅｓ ＭＫ，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ｏｆ ａｐｈｅｒｅｓｉｓ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 ｉｎ ａ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ＰＡＳ）． Ｂｌｏｏｄ， ２０１４， １２３（２）： ２７１⁃２８０．

［３１］ 　 Ｗａｎｇ Ｓ， Ｙｕａｎ Ｊ， Ｙａｎｇ Ｊ， ｅｔ 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ｎａｎ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 ２０１８， ２９（７）： ６９０⁃６９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３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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